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

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

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

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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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 1975年 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

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

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本报从今天起，刊发“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访谈录，敬请关注。

“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组：四十多年前，从北京来了一批下

乡知青。您和村里十几位社员从梁家河走到文

安驿，把十五名知青接回村里，其中就有习近

平。请您讲讲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王宪平：他们这一批首都来的知青是 1969

年 1月 13 日从北京动身，1月 16 日到了我们文

安驿公社 （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

镇） 的。我们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

个壮劳力去接他们。到了文安驿，看到知青们

从大卡车上下来，村民们就帮他们往下搬行

李。当时，县上和公社的负责人拿了一份名

单，把插队知青都分配好了。我们大队 （即现

在的行政村） 分到十五个，其中四个女知青，

十一个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

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在公社吃

了一顿饭，有大烩菜，有玉米团子。饭后，各

大队就把分到本队的知青接走了。

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

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

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看着也不起眼。

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

的箱子？”

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

就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就这

样，我们扛着行李，领着知青回到了村里。

四十多年前，进梁家河的那道沟是一条很

难走的土路。两山夹一川的狭窄地方，中间有

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深山里。那条路

窄到什么程度呢？两个轮的架子车都没法通

过。可见梁家河村当年有多偏远、多闭塞。

到了村里，我们把知青分成两个队：一

队九个人，在村子的前面；二队六个人，在

村子的后面。近平当时被分在了二队，他住

的窑洞离我家很近。村里当时派人给知青做

饭。几个月后，农村生火做饭这一套活儿，

知青们基本上都学会了，他们就开始自己做

饭。一开始，他们做的饭不好吃，不过也只

能凑合吃了。当时很艰苦，基本吃不到肉，

饭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是因为肚子饿，大家

也都不在乎饭菜味道怎么样，能吃饱就算是

好生活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顿下

来，您和村里的社员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们熟

悉起来的？

王宪平：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后来就逐

渐熟悉了。我们梁家河这个小山沟，当时村里

有二百多村民。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

远的小山沟，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们最先

接触的，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本人也是知

青，早几个月就回来了，但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是返乡知青，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在县里

上初中，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里“接受贫

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又是

回到老家插队，和父母、乡亲们在一起，不存

在生活不适应的问题。

我们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纪相

仿，最先和他们熟络起来。我们住得很近，一

起劳动，一起生活。当时农村连收音机都没

有，农活儿之外也没有什么娱乐，年轻人就经

常聚在一起拉话 （延川方言，聊天），通过一

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们就跟整个村子的

社员熟悉起来了。

采访组：后来你们和习近平熟悉了，知道

他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了吗？

王宪平：全都是书。近平到梁家河以后，

我们村里几个年轻人经常去找他拉话，我也经

常到近平住的窑洞串门。一次闲谈中，我问起

他那一大摞书：“近平，你咋有这么多书？”他

说：“都是我带过来的。”我恍然大悟：“怪不

得你来的时候，那两个箱子那么沉，装的都是

书，可不是拎不动嘛！”

采访组：他的箱子里都是些什么书？您看

过他的书吗？

王宪平：他们好几个知青都带了书来，都

在一起看，他们的书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

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还有一部分是外

国文学名著，也有中国作家的小说。那个时

候，近平十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

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知识非常渴求。

那个年代，我们偏远的山村没有电，更谈不上

现在的电视、互联网，那时候啥都没有。要想

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

村，书也很难找到。

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

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

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

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

原闭塞而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

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平在劳动之余读

书，也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

光的好办法。

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

书，有时候我也把他的书借走看，这样一来二

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经常谈起书里

面的知识。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还比他

年长几岁，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社

会环境还有生活阅历来比较，我与近平的见识、

知识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谦虚，

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

反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谈天说

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请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

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

灯很简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

插个铅筒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

就拿本书，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

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

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

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我这个人喜

欢写写画画，在村里经常干一些农村“文化

人”的活儿，所以我和近平之间就更容易沟

通，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白天我们一

起劳动，晚上我就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

当年，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

精力旺盛，白天干一天活儿，到了晚上还很有

精神。我们点灯熬油，拉话，讲故事，讲笑

话，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村民之间在熟

识的情况下习惯称呼小名。我因为皮肤黑，小

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

年 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

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

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

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

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1971 年 1 月，县里给村里来了一个通知，

准备调我去关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劳动

结束后，我去近平的窑洞拉话，他当时已经

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们拉了一会儿

话，他拿出一本 《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

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给了我。直

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

叫我的小名“黑子”。

我们之间经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

北京是什么样的。我从没去过北京，很羡慕近

平这样从大城市来的人。通过他通俗易懂的描

述，我也对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实在的了解。

我们还聊些书本上的知识，互相交流学习方面

的事情。此外，我们也经常聊一些本地的情

况。近平通过聊天，了解了梁家河这个山村里

的沟沟坎坎，这里社员的生活情况，能打多少

粮食，有多少存粮，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

式，吃喝用度，生活环境，等等。

近平在干农活方面，也有很多要向我请教

的。比如怎么锄地，怎么耕地，怎么翻土，怎

么赶牲口，什么样的地形种什么作物，什么样

的土质爱长什么……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

农民子弟，这些当然很清楚，所以劳动方面的

事情，我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采访组：您当时和习近平在一个生产队，

平时也经常在一起劳动吧？

王宪平：是的。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

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

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

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

比起来也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

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

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

在山沟里边打坝 （用土坝抬高山口，平整山

谷里的土地，形成坝田），在山上修梯田，不

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

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

活很卖力气，肯吃苦。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

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

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

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

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

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

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

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

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

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

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

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

“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像这么苦的活儿，干两三个小时，大家就

累得干不动了。坐在地边休息的时候，我们几

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就捉对儿摔跤，坐着休

息的人就给我们鼓劲儿。有一次，我和近平摔

跤，因为他比我小三岁，力气上不如我，又没

有什么摔跤经验，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近

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

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

他也没能赢我，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

了，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时

间虽然特别辛苦，但是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

很快乐。

我和近平一起劳动了三年时间。1971 年

底，我就到县里参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个月

回来一次，虽然我还能经常和近平在一起拉

话、看书，但是一起劳动、一起摔跤的机会就

没有了。

经过两三年时间，近平对我们陕北常见

的农活儿基本上都熟悉了。虽然有些活儿还

不是很熟练，但是至少都会干了。因为近平

一开始就接触打坝和修梯田，对这更是熟门

熟路，所以后来他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

以及回到梁家河负责村里事务以后，也一直

做打坝和修梯田这些事。在他 1975 年离开梁

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基础设

施建设。

采访组：面对陕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

境和辛苦的劳动，习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在最

初阶段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王宪平：最初，北京知青们不适应这里的

环境，不少人都想离开。而且很多知青也确实

早早地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差别很大，

有的来这里几个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两年，

也通过招工、参军等方式陆陆续续走了。

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前

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知青当中，如果父母是

在部队工作的，那就是“红色家庭”的子弟，

想到部队当兵或者返城，都相对比较容易。而

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谓“黑帮子

弟”，只能在农村插队当农民，不会被批准当

兵、返城。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插队期

间，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层，家

里人都受到影响。

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

成分好的，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

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有一个是雷

平生。到了 1974 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

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

间，是这十五个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

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

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

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

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

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

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近平在内的这些知青

非常关心，把他们当成自家人。我还记得一件

小事：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

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

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

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

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

说：“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

他母亲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

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说：

“你赶紧，趁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

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

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说：“嘿，你咋吃上

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

一碗，可把我吃香了 （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

真香啊）！”

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

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

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

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

“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

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

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

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梁家河人只是纯朴地认为，这些首都来的娃

娃，本来过着很好的日子，吃饱穿暖，他们背井

离乡到咱穷山沟里来，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太不

容易了。虽然村里人也都穷得叮当响，但都愿意

尽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顾一下。

采访组：听说因为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

政治迫害，习近平入党的过程非常艰难？

王宪平：确实费了很大的劲。那时候从农

村来说，“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

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则是

“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当时的政治环境下，

你的“血统”——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

了你能不能成为党的一员，然后才看你工作怎

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

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

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

格。当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

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一关过

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

调查一遍。通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

坐牢的，没有“地、富、反、坏、右”，工作

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有

问题，就入不了党。

近平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

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

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而且从摔跤这个事能

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

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

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但是

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

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

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

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

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

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

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

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

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

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

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采访组：习近平入党之后，又被梁家河人

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请您讲一讲，他当支

书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宪平：近平当了支书以后，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了一个

淤地坝。

在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

为这个坝的位置在正沟——也就是通往村里一

条必经之路上，在雨季时这个地方就会汇聚整

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

的水势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山上植被稀疏，

土壤存不住水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很严

重。下雨的时候，河里的水特别大。所以淤地

坝建在这个位置就面临着山洪高强度的冲击。

当时，梁家河的村民议论说：“近平想给咱

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这是好事。那个

地方，雨季的水那么狂，搞不好冲垮了，就是

劳民伤财，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几百年

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

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自然有

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

可是近平坚决想把这个坝打起来，他不仅

自己挨家挨户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来帮

忙。他跟我说：“黑子，你在咱们村里一直当

‘总管’（指在村里经常帮助村民料理红白喜事

的 人 。 一 般 由 有 文 化 、 办 事 有 条 理 的 人 担

当），村里人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我当然想帮近平，但我对这个坝也没多大

信心，我说：“帮你做工作没问题，但是这个坝

能打成吗？那个位置确实水大，夏天发洪水，

真能冲垮了。”

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

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

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条

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

泄洪沟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

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

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

田就出来了。”

我结合那里的地形，仔细考虑了近平的规

划，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点了点头。

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

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

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浇地，以后梁家河的子

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我说：“近平，能成！我也帮你跟村里人说去。”

当时，我就到文安驿公社，给工作单位打

了个电话，我跟领导说：“我这次要迟回去一两

天，村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之后，我专门找到村里那些年纪大的、反

对意见比较强烈的社员，给他们做工作，把近

平规划的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都给他们

讲清楚了。我说：“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

当然是有。但咱们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

的安全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还劝他们说：“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

妥、可靠，他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

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当咱的书记，给咱

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带领大家劳

动，他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他又要洗衣

服、做饭，很不容易；现在管村里的大事小

情，付出得更多。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

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坝他还要带头劳

动，受这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村多

打粮食，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

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

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

这个事情弄成。”

那些老人们慢慢地被我说动了，他们点头

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

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

就不好反对了。”

这段时间，近平也一直给村里人做工

作，再加上我帮忙，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同意

了。虽然还有极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经不

影响大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规模的

淤地坝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建设了。这个坝规

模大，工程量大，耗费的人力也很多，全村

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

这个坝打起来了。

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

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贪黑，用现在的话说就

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工程

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

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

金汤。而且他不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

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

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

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

到最后关头，打坝遇到了排洪沟的规

格问题。近平跑到县上，找水利部门来现

场 考 察 ， 把 排 洪 的 相 关 数 据 都 严 格 计 算

好，按标准施工，把排洪沟的两侧用石头

牢靠地砌好。

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

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一到雨季，

近平就非常注意维修和防护，严格督促汛期的

排洪管理，所以这个坝很牢固，坝顶的大片土

地，一直在生产粮食。在近平离开梁家河几年

以后，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理和维修防护，再

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这个坝的一部分被

冲垮了。后来，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淤地坝跟七十年代的样子

完全一致。坝顶的土地，是我们梁家河村最

好、最平整，也是最便于灌溉的土地。

（未完待续）


